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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士不遇赋”中士人心态的转变
———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

高诗亚 ①

(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 “士不遇”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永恒而又普遍的主题，在各个时期都涌现了可观的士不遇赋。从屈原的
《离骚》到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以及晋时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士不遇”成为辞赋创
作的滥觞。这些流传千古的赋篇，不仅展示了特定时代下士人们真实的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从屈原到陶渊明各个阶段他们
心态转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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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云: “春秋之后，周
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
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1］皇甫谧 《三都赋序》
亦云: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
失志，词赋作焉。”［2］而 “贤人失志之赋”也就是
指“悲士不遇赋”。“悲士不遇”这一恒久而普遍
的主题贯穿着我国古代文学的始终。 “士不遇赋”
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和 《九章》，到贾谊
的《吊屈原赋》，再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和司
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还有陶渊明的 《感士不遇
赋》，“士不遇”已经成为辞赋创作的滥觞。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 “礼崩乐坏”，各国都积
极网罗治理国家、出谋划策、能言善辩的各类人
才，于是士阶层迅速崛起，自此以后成为国家政治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是他们生活的轴心，在
政治上有所作为，是他们实现一生抱负的首选，但
并不是每个士人都是一帆风顺的，于是在各个时期
便产生了不遇之士，这时他们 “便以手中的笔，
真实地描写己之不遇的悲惨遭遇，宣泄内心的悲愤
和不平，表达他们的困惑和迷茫”［3］，即悲士不遇
赋。特定时期的悲士不遇赋，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士
人心态，并且有着差异，本文试对这一转变过程作
一简单分析，以屈原、董仲舒和陶渊明为例。

一、以死殉道的决绝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
剧变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士阶层异常活跃。这
一特定的环境使“虽楚有材，晋实用之”［4］成为先
秦时代的一种普遍风气，而屈原作为士，却并没有
受其影响，在郢都破时，怀沙自沉汨罗，留下一生
的遗憾，给后人以深思。到底是什么促使忠直正士
主动走向死亡? 回顾屈原的一生，并且联系春秋战
国之际志道固持的时代背景，我们发现正是 “士
志于道”构成了屈原的 “精神困境”和 “政治困
境”，使得屈原以抒发幽愤的方式，写下了 《离
骚》和《九章》，而其所体现的精神品格、抒情模
式也因此被后世称为 “‘骚怨精神’，它的品质就
是士人对自我和社会的双重固持的精神品性”［5］即
“精神困境”和 “政治困境”，也正是这种双重固
持导致了屈原悲剧的一生。屈原是一个具有诗性气
质的士人，他的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 “美”，而这
种“美”渗透在精神上，就是追求道德高尚和人
格崇高; 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他的“美政”理想。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所以决定了
在他的作品中精神生活的追求是自觉的选择。在
《离骚》的开头就高唱: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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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以修能”［6］，说明其十分注重个人的品性修
养。在先秦时期，“士人的个人品格几乎是他们维
护和推行‘道’唯一的形式上的保障”［7］，而当时
不乏博学多才的士人，为了得到认可，他们也必须
重视修身。而屈原是一个对 “美”有着执著追求
的人，他把“美”视为自己的人生信仰，当然这
种“美”是纯粹的美、完整的美、多样的美，自
然包括自身人格，他也渴望建立修名，要求自己做
到耿介、练要、坚持昭质。在 《橘颂》中，他强
调要有独立的人格，超越庸俗，也因此《橘颂》一
般被当作是屈原的自誓之词。其“受命不迁”“独立
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等内在品格已经渗
透到屈原的人格中，展现着屈原的人格理想。

屈原强调要清廉自守，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
牺牲精神，所以在面对女媭之箴，巫咸、灵氛之
占，郑詹尹的解释和渔父的批评时，屈原依然执著
地追求“浩浩之白”，不愿以 “自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他不断地“追求高洁，追求超越，超越
凡俗，也超越自我。”［8］

个体价值是通过社会价值体现的，因此屈原认
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美
政”，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在不倦地努力、不倦地追
求中。 “美政”是屈原的向往，也是他的政治原
则。《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 “屈原者，名平，
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
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
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9］说明屈原
是积极入世的士人，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
国家兴亡为己任，面对楚国弊政、外交失败这样内
忧外患和生死存亡的时刻，爱国诗人屈原一方面积
极改革楚国的内政，希求 “及前王之蹈武”，赞扬
古代圣贤明君: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大声疾呼: “来吾导夫先路!”，希做楚国开
明政治的急先锋，表现了无畏的热情和勇气; 另一
方面在外交上主张联齐抗秦，在当时 “横成则秦
帝，纵成则楚王”的掎角之势中，屈原希望楚国
强大，自觉地承担统一天下的重任。然而这位
“天生丽质”的理想家注定失败。当时的楚国内部
危机已经十分严重: 大臣专横，排斥贤良; 群臣相
恶，互相倾轧; 横征暴敛，百姓怨愤。而楚王穷奢
极欲，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司马迁 《史记》中

记载: “上官大夫与之 ( 屈原) 同列，争宠而心害
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
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馋之: ‘王使屈
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
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原。”［9］即以为证，正如
在《离骚》中的感慨: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
心而嫉妒……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也因此他的改革寸步难行，自身遭贬，被迫流放。
在这样的情况下，屈原依然同情人民的疾苦: “长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担心楚国的命
运: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政绩”，具有强
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他自己也认为自己 “美政”
理想的破灭，发出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
彭咸之所居”的感慨，于是自沉汨罗。

是故，当屈原既不能实现 “美政”，也不能退
守，而又不愿放弃 “独立不迁”的个体价值时，
他只能遵循先贤的持守，决绝地走向死亡。洪兴祖
在《楚辞补注》中说: “此章 ( 《怀沙》) 言己虽
放逐，不以穷困易其行。小人蔽贤，群起而攻之，
举世之人无知我者，思古人而不见，仗节死义而
已!”［10］《怀沙》中: “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
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表示其将从容镇
定地面对死亡，而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
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则真正实践了他九死无
悔的誓言。
“屈原的作品是血泪凝成的，是他生活、性格

的忠实记录。”［8］他的人生是一出壮烈的悲剧，他
留下了千古独绝的鸿篇巨制，却又带着永远的遗憾
自沉汨罗而亡。 “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
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
碑”［7］，他的选择昭示着那个时代士人的选择。

二、悲愤自守的消解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 “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
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11］因此屈原的悲
剧不但没有被历史消解，反而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
精神话题。两汉士人虽然 “从自身的现实境遇出
发，历史性地选择了屈原，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却
对屈原发出了种种责难或指斥”［12］。主要代表作有
贾谊的《吊屈原赋》和杨雄的《反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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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士人抒写不遇之情时都自觉地选择了对生
死问题的回避，他们或等待或立言或退守，几乎没
有人试图以放弃生命来捍卫理想，他们对自我价值
的固持没有屈原那样强烈，但他们抒写不遇之感的
小赋，却是继屈原开创之后，进一步为中国文学确
立了“士不遇”主题，以其悲愤展示了有汉一代
士人复杂、彷徨的内心世界。而 “士不遇”一语
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下面主要以董仲
舒为例分析汉代士人在大一统的政权下是如何消解
自己的幽愤和不遇之感。

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
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他以治 《公羊春秋》而闻名
于世，综合先秦诸子，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
系，“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君
权神授的形式，向人们宣布了汉王朝当兴的神圣
性; 又以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观点，维护了以刘氏
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13］，在这种情况下，理
应受到武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却写下了撼动人心的
《士不遇赋》。

董仲舒生在皇权至上的专制时代，士人的地位
大大地下降了，不再是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士人能否被任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皇帝。
《士不遇赋》开篇即说“正身俟时”即等待明主的
赏识，东方朔也说: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
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 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
则在深泉之下; 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4］。并
且在专制一统时代，士人除了入仕为官，没有别的
选择，于是 “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
咸营于八区”［15］，在士人如此多的情况下，大部分
士人注定是不遇的，只有极力巴结奉承皇帝的人才
能“遇”。汉武帝曾说: “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
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
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
施”［16］，反映了士人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属。所以董
仲舒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的苦闷，“生不丁三代之
盛隆，而丁三季之末俗”， “俗以辩诈而期通兮，
贞士以耿介而自束”。

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宗师，恪守儒家准则
“学而优则仕”，把安社稷、济苍生、建立功业作
为人生目标，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他极力保持本性，面对 “彼寔繁之有徒兮，
指其白以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
的世风，他选择了 “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
转”，维持了士人的人格尊严。年逾古稀，辞官归
隐，不忘著书立说，依旧关心国家大事，朝廷每有
大议，即派使者征询其意见，其都能微言大义，正
如其所说“正身俟时” “正心归善”。正是在这种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中体现了儒士其对世
运的担当。

董仲舒个人不遇的生存困境，也代表了一代士
人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普遍化的不遇境况，如司马
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 《答客难》、杨雄 《解
嘲》、张衡《归田赋》等都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己之
不遇的悲愤以及在这样的怨愤下自己做出的选择。
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消解，而不是死亡。董仲舒
将不遇之感消解于 “正身俟时、正心归善”; 东方
朔消解于 “滑稽玩世”中; 司马迁消解于 “无造
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17］的道家
哲学中; 张衡消解于恬淡闲适的田园生活中等等。
在面对专制政体时，他们有意识调整自己的人生策
略，他们或朝隐或退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
“儒道互补的精神变通”［12］，在这一调整和变通的
过程中，也使得中国士人渐渐丧失了屈原以身殉道
的品质，转而走向一种平和的自守和释然。

三、固穷济意的归隐

魏晋南北朝迎来了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
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儒释道并存，而正是在这多种
思想激烈碰撞下，诞生了一位自由出入儒道的典范
诗人陶渊明，堪称“东晋史上最后一抹亮色”［18］。

都说乱世出英雄，而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
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历经约四百年，而
作为士人的陶渊明，他同大多数士人一样，人生的
最高目标是安社稷、济苍生，但事与愿违，最终却
以隐士身份为天下人和后人所知。他也曾有过努
力、迷惘、苦闷甚至妥协，而 《感士不遇赋》正
是他用来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同时也诠释了他固
穷济意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至刘宋初期的动荡时
代，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当时的朝廷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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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内忧外患，各种矛盾冲突紧紧交织，尤其是晋朝
的门阀制度，可以说达到空前的兴盛，统治阶层多
为高门士族所垄断，一般士人根本没有出路，正如
左思在《咏史》中云: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
僚”［19］。虽然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因军功被封为
长沙郡公，但到他这一辈，也已经没落，依然会受
到名门望族的歧视和鄙视，以致发出 “感哲人之
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的感慨，而掌握权力的世
家豪族延续了西晋统治的陋习，荒淫奢侈和以暴力
统治，排除异己，士人中如有不满表示的，即招来
杀身之祸，“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形容
的正是当时士人的境遇。而陶潜感慨 “士之不遇，
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 “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
之不涩”也就可以理解了。

魏晋时期，国家处于动乱中，主张三纲五常、
愚忠顺受的儒学思想失去了统治地位，士人们开始
鄙弃儒学道德，张扬个性，更多的关注士人的独立
价值和个体地位，“玄学的兴盛使士人进一步挣脱
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20］，他们开始追求自由精
神，而只有陶潜等少数诗人依然不忘关心国运，
“对国家积弱、朝政腐败、生民疾苦、用人不当、
社会动乱、权臣篡夺以致晋宋易代，往往有悲愤的
抒怀”［21］。在 《感士不遇赋》中，列举王商、董
仲舒、李广、张季等多个有才德之士都没有被重
用，极尽影射了对当权者不会用人的讽刺和悲愤，
指出“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的现实。

面对士难遇这样的现实，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陶渊明也曾矛盾过，但道家的自由精神和骨子里
坚持的儒家节操，最终使他意识到 “彼达人之善
觉，乃逃禄而归耕”， “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
辞荣”。陶渊明秉持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22］的信念，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
隐之路。对于当时的陶渊明来说，选择归隐即意味
着选择了饥饿和寒冷。在 《归去来兮辞》序文中

记叙道: “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23］即为
证。面对贫穷，陶潜不再愤激、苦闷，选择了平静
自然的生活方式，运用道家委运自然的思想更好地
做到了儒家圣人要求的安贫乐道，坚守了自己
“守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的原则，在田园
中“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了却自己的
一生。在平凡的生活中固守自己的理想和节操，从
而获得心灵的平静和淡然，真正做到 “纵浪大化
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24］

生活于魏晋之际的陶渊明，“超脱于玄风独炽
的俗务之外，是滔滔浊流中的一泓清泉，是 ‘市
朝驱易进之心’的社会希望，是 ‘大伪斯兴’时
代的一位真人”［20］。他以超脱的人生韵味和洒脱的
生命境界卓然独立于魏晋，是这个时代和儒家思想
成就了他的选择，使之成为 “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的典范人物。
“士不遇”现象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因此

“士不遇”主题贯穿整个古代文学作品中。士人们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人格的压抑，他们
迷惘、苦闷、彷徨和痛苦，心灵备受煎熬，于是写
下一篇篇诗赋以抒解他们内心的悲愤，而这些流传
千古的赋篇，不仅展示了特定时代下士人们真实的
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从屈原到陶渊明各个阶段他们
心态转变的轨迹。屈原既不能救国也不能自救，人
格冲突无法得到缓解，于是他只能走向 “蹈死”;
而正是屈原的悲剧使处于大一统专制统治下的士人
们开始意识到要调整人生策略，寻找自救的方法，
于是他们一面与“屈原对话”，借古悼今，一面在
儒道互补的过程中消解内心的苦闷，走向平和; 而
最终彻底摆脱苦闷，获得心灵解脱的便是 “高蹈
独善”的陶渊明，以放达的态度面对一切，顺应
自然造化，把自己的理想融化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乐
趣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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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Mentality Change in Fu about Unrecognized Scholars:
with Qu Yuan，Dong Zhongshu and Tao Yuanming as examples

GAO Shi － ya
( College of Litera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Unrecognized scholars”is an eternal and universal them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and there
is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u about the theme in every period such as Qu Yuan’s Li Sao，Dong Zhongshu’s Fu of
Unrecognized Scholars ( 士不遇赋) and Sima Qian’s Fu of Feeling Sad of Unrecognized Scholars ( 感士不遇赋)
and Tao Yuanming’s Fu of Sighing with Emotion on Unrecognized Scholars ( 士不遇赋) ． These ancient literatures
not only show the real emotional world but also reflect the track of their mentality change．

Key words: Qu Yuan; Li Sao; Dong Zhongshu; Fu of Unrecognized Scholars ( 士不遇赋) ; Tao Yuanming;
Fu of Sighing with Emotion on Unrecognized Scholars ( 感士不遇赋) ; scholar’s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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